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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实践中，不少作家作品不仅利用标题、序言、题记、
注释等副文本现象建构起互文性，而且通过引用、用典、重写、戏仿建立起同其他文
本的关联，造成对其他文本的挪用、化用、改写乃至解构、颠覆。互文性概念的理论
引进和中国当代小说家对互文手法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视

野和表现手法，尤其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的个人独创与历史传承、共时影响的复杂理解。
但其中隐含的某些理论和实践的极端取向，仍需引起中国作家的高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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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互文性的概念是由朱丽娅·克里
斯蒂娃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最早提出的。但按克里
斯蒂娃后来的回忆，这一概念仍可追溯到巴赫金

的对话理论和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她自己的
贡献是将巴赫金的 “一种话语中有数种声音的观
念代之以一个文本中有数个文本的观念”①。按克
里斯蒂娃的最初解释，所谓互文性，就是 “所有
文本都将自己建构为一种引语的马赛克，所有的

文本都是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②文本是一种生
产力，是数个文本的一种排列组合，互文性即是

“在一个特定文本的空间中，取自其它文本之中的
几种话语相互交叉和中和”③。互文性的概念后经
罗兰·巴特、热拉尔·热奈特、米歇尔·里法台
尔的引申和发挥，已衍变成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时

髦概念。特别是，由于罗兰·巴特在克里斯蒂娃
互文性概念的基础上将文本视为 “一个各种写作
(其中没有一种是本源性的) 在其中混合和冲突的

多维空间”， “一种引自无数文化中心的引语构成
的织品”，并且颠倒了以往文学理论中作者与读者
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提出了 “读者的诞生
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④，互文性概念在提供
了更多洞见的同时，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
与国内对互文性理论渐成气候的翻译、介绍

和评述相比，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互文性现

象的研究迄今还不充分⑤。本文拟对中国当代小说
创作中的互文性现象做一初步清理，并考察互文

性理论给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何

种洞见，以及有可能遮蔽何种问题。

一

理论界对互文性的研究，大致采取两种路径。
一种更侧重于实践的研究，强调一个特定文本与

其前文本间的联系，即像叙事学家普林斯那样，

将互文性理解成 “一个特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
重写、扩展或从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间的
关系”⑥，认为文本只有在能够明确验证和指出其
间存在着引用、仿写、暗指等等形式时，才构成
互文关系。另一种路径更侧重于理论的研究，以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雅克·德里
达为代表，他们持一种更宽泛的互文性观念，强

调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本，文本被视为 “引语的
马赛克”。本文试图先采取第一种路径，清理中国
当代小说中可验证的互文性现象，继而在此基础

上沿第二种路径对相关理论问题略加探讨。
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互文性，一个最直接的标

准是看一个特定的文本是否指涉另一个文本或多

个文本。按戴维·洛奇的看法，“用一种文本去指
涉另一种文本的方式多种多样: 滑稽模仿、艺术
的模仿、附合、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
等。”⑦在读者的阅读审美活动中，面对一个小说文
本，文本的标题是否指涉另一文本，通常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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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判断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是否构成互文关

系的最直观依据。王安忆的 《天仙配》，其标题让
读者立即联想起民间传说 “天仙配”; 须兰的 《石
头记》，其标题让读者联想起 《红楼梦》; 格非的
《锦瑟》，其标题让读者顺理成章地联想到李商隐
的《锦瑟》; 而李修文的 《王贵与李香香》，其标
题也同样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李季的诗歌。
这种由小说标题所直接建立起的互文性，在当代

文学中极为普通。
热奈特曾将标题的功能区分为四种: 命名或

辨识功能; 描述功能; 暗示功能; 诱惑功能⑧。命
名或辨识功能是每个标题唯一必须具有的功能，

虽然给一部作品命名，就像给一个人命名一样，

有其任意性和偶然性，由于同名现象的存在，甚

至命名和辨识的功能事实上也不能毫无歧义地由

一个标题单独完成，但在周边语义的压力下，甚

至最简单的作品编号也可能充满意义。描述功能
涉及到对作品主题、素材及文类等的指示和描述，
又可细分为主题性功能、述位性功能和主题性与
述位性相结合的混合功能，这种描述功能在理论

上并不是每一标题必备的，但在实际中往往难以

避免，通常会成为读者阐释的钥匙。暗示功能是
附着于主题性功能和述位性功能的语义功能，即

在描述功能起作用时，还包含了其它隐含的信息

和价值。热奈特曾特别提到了由引语构成的标题
(quotation-title)、拼贴性标题 ( pastiche-title)、戏
仿性标题 (parodic title) 所具有的暗示功能和文化
效果: 它们都是一种共鸣和回响，“为文本提供了
来自于另一文本的间接支援，以及文化传承关系

的声望”⑨。
毫无疑问，不管作者在命名时是有意还是无

意，具有互文性的标题都或多或少具备热奈特所

说的一般标题所具有的功能。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此类标题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提供 “间接资
源”的文本成了读者购买、阅读、评价后文本的
一个重要参照和背景。尽管王安忆的 《天仙配》
写的完全是一个现代故事———穷乡僻壤的夏家窑
的村民，以乡俗完成了为村打井意外死去的孙喜

喜与解放战争时期因伤牺牲的小女兵的冥婚———
但标题 “天仙配”仍引起读者对这一冥婚故事与
古老的民间传说 “天仙配”有何异同的好奇和思
索。同样，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所写的王琦

瑶的故事与白居易 《长恨歌》中的唐明皇与杨贵
妃的故事毫不相干，但标题本身仍然会激起读者

对作者为何要取这样一个现成标题的兴趣和沉思。
至于李冯《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格非 《半夜
鸡叫》等小说由标题本身所透露出的特殊戏谑气
息，更是以构成互文性的另一文本或另一些文本

的存在为前提。
章、节、段的标题 (乃至更大的部、编的标

题)，理论上能起到与一部作品的总标题大同小异

的效果，只不过发挥作用的范围比总标题要小，

读者也只有在翻开作品、进入实际阅读或浏览过
程中才能逐渐接触到它们。热奈特曾将章、节、
段、编等的标题统称为内标题 ( intertitle)。并不
是所有的内标题都是我这里所研究的对象，只有

构成互文性的内标题才是这里所要考察的。理论
上说，在内标题出现的位置，并不必须需要出现

内标题，更不必须出现构成互文性的内标题。现
代作家以简单的章、节、段等的数字编号即可标
识作品的篇章结构，完成作品章节等的转换。然
而，具有互文性的内标题的出现，不仅承担了指

示作品篇章结构划分的功能，而且带来了其他诸

多文本的附加信息。杨绛的 《洗澡》共分三部，
分别为“采葑采菲”、“如匪浣衣”和 “沧浪之水
清兮”，取自 《诗经·邶风·谷风》、 《诗经·邶
风·柏舟》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的民歌 《孺子
歌》; 在一部白话文小说中引用古奥的诗和民歌句
子作为内标题，无疑形成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

但同时也达到了对作品中姚宓、许彦成等知识分
子的处境和心态的高度暗示或概括，并进而引导

着读者的阅读与阐释。阎连科的 《风雅颂》稍有
不同。该书共分 12 卷，卷下再各分若干章。各卷
分别以“风”、“雅”、“颂”或 “风雅之颂”作为
标题，而卷下各章全部由 《诗经》的某一篇名加
上概括该章内容情节等的一句白话构成。这种标
题方式使 《风雅颂》整体上与 《诗经》产生了明
确的互文关系，一方面呼应了文中主人公杨科的

《诗经》研究者身份，另一方面也使文 /白、古 /今
两个世界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映衬，构成了一

个明显的对话空间。无论总标题还是内标题，到
了现当代的小说创作中，都要求简洁。或许正因
为这种约定俗成的要求，使中国当代小说家在设

计自己带有互文性的小说标题和内标题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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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求助于古代作家作品。但借用现当代作家作品
的例子也不是完全没有。马原的 《游神》最后一
章的标题为“结局或开始”，并且在该章的开头直
接点明 “借我的朋友北岛的诗题”，这就在 《游
神》和北岛的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之
间建立起了互文关系———只不过，在北岛那里，
“结局或开始”承担的更多是主题性功能，而在马
原这里，承担的更多是述位性功能: 他在通常小

说标明尾声和结局的地方，借用北岛的诗题，来

表明自己作品结尾的开放性，以区别于传统小说

结尾的封闭性。
利用题记建构互文性也是中国当代部分小说

家爱用的手法之一。无论全文 (或全书) 的题记
还是各章节的题记，往往会对作家的创作意图、
作品的主题内容、故事情节以及阅读方法等起重
要的指示或暗示作用。当然，只有具有文本互涉
特征的题记才能成就互文性。以马原 《冈底斯的
诱惑》为例，该作引用了拉格洛孚的一句话作为
题记: “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
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这一题记初一看，与普通
题记特别是采用全知叙述的小说的题记并无本质

差异，似在宣示叙述者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虚构

权力。然而，这一题记同时还建立起了该作与拉
格洛孚、福克纳等所写的猎熊故事间的互文关系。
“我不说你猎熊的故事，有那么多好作家讲过猎熊
的故事。美国人福克纳，瑞典人拉格洛孚，还有
一部写猎熊老人的日本影片。” 《冈底斯的诱惑》
中讲述穷布的故事的叙述者如是说。自称不讲穷
布猎熊的故事，但最终还是讲了穷布与熊的故事，

这里透露出的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后代作家在面对

前代作家时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具备互文性
特征的题记有时是指出创作的灵感来源，所受的

直接、间接的影响，有时是涉及文本的主题内容、
故事情节、结构关系或阅读方法，对读者的阅读
起到一定引导作用。以王小波 《红拂夜奔》第六
章的题记为例，该章不仅有位置在章节之前的题

记，而且有位置在章节序号之后的题记。章前题
记明确写道: “本书这一部分受到了乔治·奥维尔
的经典之作《1984》的影响。有人说，《1984》受
到了摩尔爵士《乌托邦》的间接影响。假设如此，
本书作者就是从这两本书内获得了益处。”章节序
号后的题记则直接点明本章内作者提到了自己年

轻时当司务长的事: “假如不是满脸苦相，骨瘦如
柴，那个时候他有点像好兵帅克的模样。”如此说
来，《红拂夜奔》不仅与杜光庭的 《虬髯客传》存
在互文关系，而且至少还与乔治·奥维尔的
《1984》、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雅·哈谢克
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存在互文关系，真正构成
了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具备互文性特征的
题记，更多时候是以直接引用其他作家作品的某

句话或民歌、民谣、名言之类的形式出现。这种
直接引用，无论有没有标明具体出处或标注的详

略程度如何，实际上是一种出现在题记位置的引

语，所承担的文本互涉的功能通常大同小异。这
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引语的来源问题。虽然中
国当代小说出现在题记位置的引语，有来自民歌

民谚甚至儿歌的 (如马原 《风流倜傥》)，有来自
古典诗词歌赋的 (如孙甘露的 《忆秦娥》)，甚至
还有罕见地引用同代作家作品的 (如李修文的

《不恰当的关系》、《小东门的春天》)，但更多情况
下 (接近 90% )，引用的却是外国作家作品 (特别
是现代派、后现代作家作品) 或名家名言，其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卡夫卡、艾略
特、格林、布莱希特、萨特、毛姆、巴思等。出
现在题记位置的引用对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意义

非凡，同时直接关联着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对不

同文化资源的征引和挪用。
注释也是构成互文性的手法之一。现当代作

家常用注释对出现在文中的某些不易为普通读者

所理解的元素作出解释 (如对方言、民俗、典故、
夹杂的外国文字作出解释)，以帮助读者的理解。
除了这种解释功能外，具有互文性的注释还承担

有文本指涉的功能。阎连科的 《风雅颂》对出现
在每章标题中的 《诗经》篇名以脚注作了注释，
如“汉广———这是一首流行于汉广流域的情歌，
写一个男子痴恋一个姑娘而不能如愿以偿”。这既
解释了普通读者理解有困难的 《诗经》篇名，也
若有若无地提示或暗示了 《风雅颂》本身在该章
所涉及的主题内容或故事情节等。有意运用注释
构成互文性的是李冯的 《唐朝》。在叙述折冲都尉
李敬奉皇帝之命寻找杨玉环的故事过程中， 《唐
朝》每涉及一个相关文学母题时，便在标明为
“注释”的篇幅中大量引用古人的诗词特别是唐代
的诗歌，如在涉及求仙的主题时引用了屈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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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郭璞的《游仙诗》、陈子昂的《与东方左
史虬修竹篇》、李白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李商
隐的《玉山》。《唐朝》的注释虽然因为篇幅甚长，
没有出现在通常脚注或尾注的位置，而是以标明

注释、同正文交叉出现的形式出现在正文中，但
所承担的功能与 《风雅颂》的注释大同小异，而
且同时成为作者结构文本、传达对中国古代文化
特别是唐朝这个黄金时代之敬意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然，其结果，也使自身成为一种典型的 “引语
的马赛克”。
局部运用互文手法以构成互文性的方式还有

一些。参照热奈特对副文本现象的研究，理论上
至少还可出现在序、跋、扉页题辞、鸣谢、封套
甚至出版商所作的前期媒体宣传中，所有这些如

果出现了文本互涉现象，都可以构成互文性。如
王小波的 《万寿寺》的序言提及并引用了查良铮
译的《青铜骑士》、王道乾译的《情人》，《红拂夜
奔》的序言指涉了歌德的 《浮士德》、马尔库塞的
《单向度的人》、布罗代尔的《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
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寻找无双》引用了奥
维德的《变形记》，这都将王小波的文本引向了其
他文本，构成了文本的开放性特征。序言、标题、
题记、注释等都属于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现象，
它们与正文一起构成了文本的丰富性。但并不是
所有的副文本都能构成文本互涉，也不是所有的

文本都要求文本互涉。例如，按阎连科的说法，
《风雅颂》原有的标题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
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
成地替我改成了 《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
些哗众的书名。”⑩ 《风雅颂》书名的这种更动，一
方面说明一个文本的标题并不必然要求文本互涉，

但另一方面，一旦一个文本的标题具有了互文性，

其意义便会发生微妙变化。正像热奈特论述副文
本时所指出的: “副文本只是文本的一种辅助，一
个附件。假如副文本有时就像一头没有赶象人的
大象，失去了力量，那么，没有文本的副文本就

是一个没有了大象的赶象人，是一场愚蠢的走

秀。”瑏瑡具有互文性的标题、序言、题记、注释等
等，作为一种特殊的副文本现象，作家如果运用

得好，可以为整个文本增加正能量，成为丰富文

本信息、构成文本开放性的重要辅助手段; 如果
运用得不好，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过度包装，一场

“愚蠢的走秀”。卫慧的《上海宝贝》共 32 章，却
动用了 42 条取自西方 (主要是当代西方) 文学
家、歌星、影星、哲学家的引文作各章的题记，
这种题记虽然也构成了互文性，但这种层层叠叠

的类似花花绿绿的塑料包装纸式的包装，显然是

过度了。

二

与作为副文本现象的标题、序言、题记、注
释等相比，进入正文的引用、用典、重写与戏仿
在构成互文性上更有用武之地，它们能更深地介

入文本，在更广范围内建立起同其他文本的关联，

造成对其他文本的挪用、化用、改写乃至解构、
颠覆。
引用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直接引用是将

其他文本中的字词、句子、段落加上引号直接挪
用到当下文本中。这种引用形式上接近于论说文
体中充当论据的引自他人他作的文字，但在小说

作品中不同的是，随着语境的变化，所引用的文

字的意义，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当代小说中，
将直接引用发挥到极致的是李冯的 《纪念》。该作
第一段就大段引用了徐志摩 《想飞》中叙述幼年
“飞行”梦想的段落，然后对徐志摩创作该文时的
心理活动进行了揣摩和想象。《纪念》以典型的平
行结构模式，叙述了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以
及虚构的徐志摩诗歌爱好者李敬与曼倩、才叔间
的情感故事，并最终让两条线索交织到一起，从

而表达了人生莫测、恋爱多变的主题。该作除频
繁引用《想飞》之外，还穿插引用了徐志摩、郭
沫若、梁实秋等的诗歌，堪称一个典型的具有互
文性特征的后现代文本。
间接引用由于取消了引号等符号标记，所引

内容更大程度上融入了新的语境，因此具有更大

的节俭性和灵活性，但同时也使读者判断引语的

真伪和忠实程度变得困难。杨绛的 《洗澡》写许
彦成看到姚宓“我就做你的方芳”一句话，“就好
像林黛玉听宝玉说了 ‘你放心’，觉得 ‘如轰雷掣
电’，‘比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这里由于运
用的是林黛玉与宝玉故事的熟典，又用上了语法

上表示原文照录的引号，读者对引语的真实性和

忠实性不会心存怀疑。但是面对格非的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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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的《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作品，读者就
要仔细鉴别和斟酌了。《陷阱》中写道: “当时我
已经注意到了曾被释伽牟尼阐述但又忽略了的禅

悟: 要想认识村子，必须试图找到一条从中出走

的路并且充满仇恨。”这一类的间接引语虽然标明
出自释伽牟尼，但由于缺乏具体出处，读者难以

按图索骥地加以求证。当然，尽管如此，此种引
语形式上也构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互文性，当另

作具体的专门分析。
用典即“在不明确指明的情况下，一带而过

地指涉一个文学或历史人物，地点或事件，或指

涉另一文学作品或段落”瑏瑢。在诗文中引用古书中
的故事或词句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悠久传统，

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流弊，

其中尤以在宋诗的创作中最为明显。正是因为这
种流弊，导致五四时期胡适在 《文学改良刍议》
中把“不用典”当作改良文学的 “八事”之一提
出来，从此“不用典”逐渐衍变为一种新的时代
风气。但是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小说创作中，完
全不用典似乎也走向了另一极端，并且实际上行

不通。上引《洗澡》写许彦成、姚宓情感故事用
《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典，就既运用了中国
古人所说的引言，也运用了引事。此外，一个小
小的典故的运用，有时甚至可以成为读者理解一

部作品、拓宽文本意义的一个窗口。《风雅颂》卷
七写在京皇城受到排挤迫害、逃回家乡的杨科，
在大年初一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于县城天堂街的

宾馆接受十二个从事性工作的姑娘的拜年，其中

一句写道: “杨教授，你就坐在沙发上别动弹，你
的十二个学生 (和十二金钗样) 要给你拜年了。”
在人物的间接引语里，突然用括号插进了 “和十
二金钗样”，这不由我不像罗兰·巴特在 《作者之
死》中分析 《萨拉辛》时那样追问: 这是谁在说
话? 是作品中的人物? 还是由于本人经历而对女

人的心理活动有所了解的杨科? 抑或是持有某种

女性观的作者本人? 读者的回答可能因人而异，

但十二金钗的用典，倒是让我想起了鲁迅说过的

“洋场”时期的才子: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
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
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

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 《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
自己好像贾宝玉; 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

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瑏瑣当然，时代
毕竟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似乎是经历了一个反

向的空间移动，在当代都市里失了意的才子———
大学教授杨科回到了他的家乡来寻找他的安身立

命之所，终于在县城的天堂街找到了他的温柔富

贵之乡。但那不变似乎也是明显的，本质上仍然
是鲁迅所说的，“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
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

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

神仙。”瑏瑤而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之中， 《风雅颂》
这一作品究竟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还是对知

识分子内在灵魂的揭秘，抑或是其他，或许可以

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文本互涉不是，或不一定只是作为文体的装
饰性补充，相反，它有时是构思和写作中的一个

决定性因素。”瑏瑥这一点在采用了重写和戏仿手法的
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文学创作中的重写方式
由来已久且中外皆然瑏瑦。只不过在中国古代，这种
小说的重写，往往沿用旧说多于自创新例，在人

物的性格特征、作品的主题内容方面不敢有太多
变动。这或许是明朝无名氏 《续西游记》、董说
《西游补》只命名为 “续”和 “补”的一个重要
原因，也是阿英在 《晚清小说史》中将 《新三
国》、《新水浒》等一大批以 “新”为题的小说仍
称为“拟旧小说”的一个原因。中国当代作家的
重写，则大部分采取了对神话传说、经典名著或
名篇进行解构和戏拟的方式。以李冯的 《另一种
声音》为例，作品一开篇即写道: “那次流芳百世
的取经事件，完全不像后来艺人们吹嘘的那么牛

×哄哄。一路上，最大的问题是小腿抽筋和肚子
饿。”《另一种声音》虽然保留了 《西游记》故事
的某些基本元素，但对孙行者的形象则进行了全

新的“逆向”描写，原来那个上天入地、精灵机
警的孙行者此时即有七十二变，可总也逃不过作

为一个俗人形象出现。李修文的 《西门王朝》一
开篇即戏仿了纳博科夫的 《洛莉塔》的开头: “潘
金莲，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
我的灵魂。潘———金———莲: 抿住嘴巴，分三步，
嘴巴一开一合。潘。金。莲。”深情的、浪漫的抒
情语调被挪用到了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以奸夫淫妇

形象著称的西门庆、潘金莲的身上，其中的戏谑
色彩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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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不是对前文本 ( Pre-text) 的亦步亦趋，
而是借前文本的某些元素 (人物、人物关系、故
事片断等) 做一种新的艺术开发。从戏仿文本与
前文本的同的一方面说，戏仿文本是寄生性的，

其意义只有在与被戏仿文本的互文关系中才能得

到更好解读; 从两者异的一方面来说，它已经是

一个异化的新的文本，与前文本不是一种简单的

父子关系。戏仿的具体方法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
描述平凡琐碎的事物，借不同的表现风格使其升

格; 一类描述庄重的事物，以相反的表现风格使

其降格。”瑏瑧前一类指对低俗的事物用庄严的语言、
风格来加以提升，后一类指对庄重的事物用鄙俗

的语言、风格来加以贬低。无论是升格还是降格
的戏仿，在巴赫金所说的在中世纪的民间节庆活

动和学校的课余休息活动影响下产生出的戏仿文

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受时代文化风气变化
的影响，也由于面临巴思所说的 “文学的枯竭”
的困境和布鲁姆所说的 “影响的焦虑”，中国当代
小说家也纷纷用戏仿的手法玩起了降格游戏。在
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操、袁绍为了
争夺沈姓小寡妇大打出手， 《三国演义》中那种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势被戏仿为源于
一个小寡妇而引起的狗咬狗的利益之争。李冯
《十六世纪的卖油郎》中那个对花魁娘子一往情深
的卖油郎秦重，一变而为斤斤计较、短斤少两、
制作假秤、将积攒钱财作了人的惟一生存目的的
市井小人。甚至革命样板戏也难逃被戏仿的命运
(例如: 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所有这些小
说，都构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以解构为取向的小

说创作潮流。
重写和戏仿的小说，都构成了同前文本之间

的互文关系，而且这种互文，不再局限于后出的

文本局部地引用或指涉了前文本，而往往是让前

文本中的人物来到一个新的文本语境中，上演自

己的故事。这样，后出的文本往往成为两个不同
的话语系统混杂、交错、并置、映衬、冲突的空
间。 《故乡相处流传》中猪蛋宣布曹丞相要检阅
“新军”消息时所说的 “苏联必败! 刘表必亡”，
就是这种话语并置的典型例证。表面看上去属时
代误置，却勾连起了三国与当代两个相去甚远的

历史时空，突显出了历史的惊人的重复与循环。
而在王小波的笔下，更常常不惜让叙述者直接出

面，依据薛嵩、红拂、李靖、红线、虬髯客、王
仙客、无双、鱼玄机等古人的生存境遇引申出与
当代人生存境遇之间的类比，在写到古人的某一

种经历、行为、心理时，常常运用联想法，穿插
进现代人相似的境遇、行为和心理，从而建立起
两者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在《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这样的作品中，王
小波甚至不惜频繁用上 “正是古今一般同”一类
的句子，从而构成了典型的对话体结构方式。当
然，这种互文，不单纯是一种形式探索，更是一

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循环观的表达。
问题在于，如果对于古今历史和现实的描写，一

味地只见其同，不见其异，一味地只是对庄重的

事物进行降格和贬低，要么前文本和后文本跳着

一对一的贴面舞，要么后文本对前文本加以一百

八十度的涂抹改写便万事大吉，那么，重写和戏

仿的作家的独创性在哪里? 历史的庄严的一面又

在哪里? 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的希望又在哪里?

三

文学是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大家族中，互文

现象无处不在。我在上文所列出的中国当代小说
中的互文手法和现象，虽然仍不全面，但足以说

明文学家族中各文本之间确实存在着盘根错节的

复杂关系，一个文本并非如新批评所设想的那样

是一个完全独立自足的艺术品。
与强调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文

学观念不同，隐藏在互文性概念之后的一个深层

文学观念是，以往存在的文本也可以是创作的源

泉之一。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格，在中国古已有之，
指的是 “上下文各有交错省却而又相互补足，交
互见义并完整达意”瑏瑨。然而这种同一文中上下文
的交互见义和补足，并非现代西方后结构主义思

潮背景下产生的文本理论意义上的互文。当然即
便如此，中国古代文人的某些理论主张与创作实

践，仍与现代互文性理论多有暗合之处。黄庭坚
在《答洪驹父书》中云: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
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

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
陶治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

粒，点铁成金也。”瑏瑩后人多由此引申出 “夺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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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点铁成金”之法。即使瞧不起同代诸公
“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严
羽，在主张“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
非关理也”的同时，也仍承认 “而古人未尝不读
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
也。”瑐瑠这里虽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诗学路径，并建
立起了其间的等级关系，但却从一个角度说明，

“古人未尝不读书”、“无一字无来处”确实是一个
重要传统。这种 “以故为新”的声音和传统，在
西方也不缺乏。瑞恰慈虽然一方面认为，“把辨认
深奥用典的能力变为一个藉以评价文化修养的迂

腐尺度，这是学者型的人过于热衷的一种变

态……对于作家和学究式批评家来说，运用典故
几乎是同样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它诱发的是虚
假。它可能助长并且掩盖懈怠”，但他另一方面仍
认为，“这些危险并不构成否定典故的理由，在诗
歌中典故成为类似的取材来源是典型的，也占有

适合的和无可非议的位置。”瑐瑡布鲁姆甚至强调他所
设想的影响意味着 “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
间的关系”瑐瑢。在新时期之初，王蒙曾提出 “作家
学者化”的主张，从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视角看，
这种主张连同前文所论及的小说创作现象，未尝

不可以视为是对过度强调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

唯一源泉的一种矫正，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对中国

文学一种曾经并不陌生的传统的关注。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瓦解

了新批评的文本自足的观念，消解了浪漫主义对

天才、独创、灵感的崇拜，甚至表现出某种取消
作者的倾向。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看来，
由于语言是存在的基础，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文

本化了，所有的语境都是互文性的，任何能交流

的文本和话语都建立在现有的文化密码和规则之

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高高在上的作者地位
便发生了动摇。按罗兰·巴特在 《作者之死》中
的看法，作者不可能是作品中所有声音的唯一源

头; 作者的概念是伴随着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
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改革运动对个人的信仰而出

现的，是将人奉为万物的灵长的产物，是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和顶点: “给文本一个作者是给
文本以限制，是赋予文本以终极所指，是关闭了

写作。”瑐瑣福柯也将作者理解为功能性的，作者的名
字可以将许多文本聚集到一处，从而将它们与其

他文本区分开来，并且在文本之间确立起不同形

式的关系，如同质、渊源、互相阐释、互相利用
的关系，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种文
化，其中话语的流传根本不需要作者。不论话语
具有什么地位、形式或价值，也不管我们如何处
理它们，话语总会在大量无作者的情况下展开。”瑐瑤

“我是虬髯客，诞生于词语，词语与词语的对映，
如同镜子与镜子的对映。”须兰 《光明》中最后一
段的几句话，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理

解———艺术是与现实无关而与语言有关的，一方
面又印证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在没有作者的情况下

的流传。格非的《青黄》，更是采用了标准的 “目
击者提供证据体”的结构方式，形象展示了历史
在时间的长河中文本化的过程。通过 “青黄”这
个能指的意义的漂浮，作者别出心裁地展示了德

里达所说的 “文本之外空无一物”瑐瑥的历史观念。
然而，与西方互文性理论消解作者的倾向稍有不

同的是，中国当代小说作者虽然一方面在一些作

品中大量采用互文手法表现社会、政治、历史、
文化的文本化过程，一方面却仍然以顽强的手段

表明作者个人的存在，并想方设法唤起读者对作

者存在的注意，以延长作者的生命力。这一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原。在 《虚构》等小说中，作
者或直接声称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
小说”，或故弄玄虚地插入 “那部小说的作者也叫
马原，不知道那个马原是否还活着”，或干脆提醒
读者自己还在其他刊物发表过何种作品，从而以

一种锲而不舍的方式提醒马原这个作者的存在，

并在自己创作的文本中铭刻上自己的印迹。这种
创作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当然是受到了博尔赫斯

等的创作技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

作家所处的不同于西方作家的创作语境。特别是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作家刚从一个狠批资产阶
级法权、推崇集体创作组织模式的时代走出来，
又正逢一个以求新、创新为旨归的先锋小说创作
潮流，作家对个人权利、自我表现、个性化写作
还处于一种狂热的追求中，所以一方面接受了某

种程度上消解作者功能的互文性创作技法，一方

面又不遗余力地张扬作家虚构的权利，时不时地

要留下自己创作的痕迹。
佛克玛在解释 “为什么互文性和重写能成为

文学史写作中的关键性概念”时说: “互文关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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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框架，因为

它们让我们更接近艾亨鲍姆的目标——— ‘学会如
何创作一个文学作品’。重写通过给一个更早的文
本加上一种新的结构和一种相应的新观念，显示

了先后排列的文学事件的传承关系。”瑐瑦这话是对
的。特别是带有重写和戏仿色彩的互文性文本，
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创作就是在叙述作

家怎样在虚构，不同的小说家运用相同的文学元

素完全可以讲出主题取向、结构方式、艺术风格
等完全不同的故事。面对中篇小说 《沙家浜》发
表后所引起的争议，作者薛荣曾自我辩护说: “京
剧《沙家浜》我是特别熟悉，一直以来，它给我
的总体感受就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在

以前的创作中，这种关系表现为革命关系，而在

现实生活中，只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还应该

有夫妻关系以及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瑐瑧单纯从形
式角度着眼，这种自我辩护不无道理，这正是长

期以来人们不满意样板戏时要追问阿庆嫂、江水
英的丈夫为何缺席的一个重要缘由。但问题是，
文学创作永远不只是单纯的形式问题。这里可以
反问的是，为什么以前的革命关系是不正常的，

而唯有让阿庆嫂与阿庆、胡传魁、郭建光构成三
角、四角关系才是正常的呢? 正常和不正常的界
限在哪里呢? 真正的 “人性化的关系”又是什么
样的呢? 任何形式的重写和互文都有可能承载形

式之外的意义，甚至看似简单的标题和题记也概

莫能外。W. 卡勒在经过观察后曾得出结论说，标
题和题记中的互文性 “不仅再生产先前文本的碎
片，而且使标题编码系统相互冲突，承载不同的

社会和文化资本。互文性本身因此成为社会再生
产的产品和工具，折射出社会的等级关系并同时

再生产这种等级关系。”瑐瑨读者只要回想一下广义的
中国当代文学出现在小说扉页、题记位置的引文
的变化，便深知卡勒此言不虚。在前 30 年，大半
是革命领袖的语录 (这种语录甚至深入到正文中

的任何一个位置，乃至人物的直接引语中); 而在

后 40 年，则多半是来自于外国作家作品、特别是
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作品中的句子和段落。《上
海宝贝》式的题记方式在前 30 年是难以想象的。
这正反映了近 40 年来中国大陆文学重新对外开放
的姿态和过程。题记位置的引文，尤其是那些具
有主题表达意义的引文，常常被作家和读者当作

对世界的真理性表达，具有格言、谚语、公理、
警句、座右铭等一样的真的价值，它所承载的社
会和文化资本的意义，以及作为社会和文化再生

产的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由克里斯蒂娃最先提出的 “互文性”概念，

关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交集、编织与缠绕关
系，重视文学创作中的传统因素、源流关系、相
互影响和技巧挪用，一方面消解了浪漫主义所主

张的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重新敞开

了新批评所拟想的那种独立自足、自成一体的封
闭文本空间。互文性概念的引进和中国当代小说
作家对互文手法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

当代文学的理论视野和表现手法，尤其是加深了

人们对文学的个人独创与历史传承、共时影响的
复杂理解———任何号称独创的文学作品都在一定
程度上带有其他文本的痕迹，差异仅在程度不同

而已。在此意义上，所有的文本在理论上都是互
文性的，只不过有的公开，有的潜隐，有的文本

有意识地建立起互文关系，有的文本无意识地创

造出相互指涉。当然，互文性概念的左顾右盼和
闪转腾挪，仍然限于大的文本系统的内部关系，

对于文学创作与更大的现实、历史语境的关联多
有规避和警惕，其理论推演的极端与德里达所主

张的“文本之外空无一物”多有关联。同时值得
注意的是，互文性概念对创作主体中心地位的淡

化和消解，理论上容易衍生出一个虚拟的单一的、
永恒的主体概念，这个虚拟的主体概念仿佛像博

尔赫斯所虚构出来的特隆人的全能的单一主体概

念: “书籍作者很少署名。剽窃观念根本不存在，
确立的看法是所有作品出自一个永恒的、无名的
作家之手。”瑐瑩由于抄袭也是像引用、参见等一样将
一段现成的文字置于当下的文本中，萨莫瓦约等

研究者因此也将抄袭当作互文手法之一种，故此

种全能的主体概念走向极端时，甚至会引发出“天
下文章一大抄”式的谬论，使真正的原创淹没于似
是而非的谬论之中。孙甘露 《忆秦娥》中叙述者
“我”自称在研究贝娄的 《贡萨加诗稿》和詹姆斯
的小说《阿斯彭手稿》的互文关系时，收集到了一
句出自 T. S. 艾略特的话: “庸人模仿，天才抄袭。”
此语是否真的出自艾略特权且不论，但以互文之名，

行剽窃之实，混淆天才与庸人甚至恶劣之人的界限，

是所有从事创造性的人类精神劳动的人 (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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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家) 应当引起高度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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